





























































































































































































































































































































































































































































总之 尽管萨缪尔逊模型是为弥补林达尔模型的缺陷而提 出来的 但未能囊括后者的 全部
优点
,
反而还产生了自身的一些缺陷
。
正因如此
,
研究公共产品最佳供应问题仅考虑萨缪尔逊
模型是不够的
。
这就是两模型并存至今的根本原因
。
四
、
两模型之借鉴意义
西方公共产品最佳供应模型是以边际效用价值论为理论基础而建立的
,
因而难以为我国
财政研究所照抄照搬
,
但这并不等于其毫无借鉴之处
。
主要有
首先
,
依照基本经济学原理去建立起数学模型
,
以确定财政收支的最佳规模
,
这一思路是
值得我们借鉴的 财政收支从来都表现为具体的货币收支
,
数量关系也从来都是财政工作首先
要处理好的关系之一 因此
,
尽管我国几十年的财政工作中并不存在着数学模型化的计量研
究
,
但定量分析还是存在的
,
典型的如著名的
“
二
、
三
、
四 ” 比例关系的提出
。
但是
,
这些财政数量
研究仅仅停留在对经验数据的总结归纳上
,
它对于一定时期内的财政能有效地起着规律性的
指导和约束作用
。
然而
,
一旦经济财政环境发生变化
,
这些经验数据也就失去其指导意义
,
此时
如果死抱着这些数据不放
,
反而对经济财政工作产生不利影响
。
改革开放以来
, “
二
、
三
、
四 ”比
例早已被冲破就是一个例子
。
我国经济的迅猛发展和规模急剧扩大
,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步
建立健全又使得经济财政活动日趋复杂化
,
仅凭经验数据指导财政工作是愈益不够了 为此
,
大力开展我国财政最佳规模的数学模型研究
、
建立起适合我国具体实践的财政规模模型以能
动地
、
超前地指导我国的财政工作
,
已是当务之急 尽管林达尔模型和萨缪尔逊模型在实用性
上仍存在着重大缺陷
,
但对于我国财政理论界建立数学模型以分析财政适度规模问题来说
,
仍
将是有所启迪的
。
第二
,
两模型的约束财政最佳规模的思路
,
也是值得我们借鉴的
。
两模型的分析是遵循着
以下思路展开的 个人对公共产品的欲望和需求一一决定政府服务范围和规模一 决定政府
支出项 目和规模一 决定政府税入规模和个人纳税份额
。
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
,
个人实质上
是私人资本
。
这一思路表明了
,
财政收支规模是由私人资本所要求的政府服务规模决定的
,
它
将保证着资本主义财政活动能与资本主义市场活动的要求相一致
。
而从我国来看
,
长期以来财
政一直是尽可能地去取得收入
,
然后全部安排出去用于生产建设和各项事业活动
,
这是一种与
西方相反的以财政收支规模去确定建设规模的理财思路
,
这是计划经济的产物
,
是以企业独立
自主地位被否定为基本依据的
。
财政能集中多少收入和安排多大的经济建设支出
,
就意味着社
会能用于经济发展的财力有多大
,
以财政收支规模为约束才能确保经济建设规模的适度
。
在计
划经济条件下这一思路还是对的
。
但改革开放以来
,
具有独立商品生产经营者地位的企业 已日
益成为经济建设的主体
,
企业对政府公共服务规模的需求
,
以及政府作为资产所有者从国有企
业集中多大份额的收益
,
才不危害国有企业的市场竞争能力
,
就成为确定我国财政支出和收入
规模的根本因素
。
在这方面
,
西方公共产品最佳供应模型也是可以提供有益的借鉴的
。
第三 林达尔模型在个人纳税与政府服务间建立起
“
等价交换
”
关系 这与我国财政学将政
府活动视为不创造价值的非生产性活动
,
财政收支是对企业创造的物质财富的
“
无偿
”
取走和
使用的观点截然相反
。
我国将财政活动置于与市场活动相背离的地位上
,
这从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的角度来看是有其不适应性的
。
当我国财政学界面临着如何以市场经济为基础去说明和分
析财政活动时
, “
等价交换
”
不失其启迪意义 它表明政府提供的服 务是与企业对公共服务
的需求相 一致的
,
这样企业为此而纳税是值得的
,
就如同企业在生产经营中所支付的成本费用
一样
,
企业纳税也是必须的
,
是企业通过政府再创造自身正常运营的必不可少的条件 企业
在这种
“
交换
”
中是价格支付方即
“
买方
” ,
处于主动地位
,
而作为
“
卖方
”
的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
的种类和规模是由买方的需求所决定的 这将避免政府和财政活动违背企业利益的现象发生
“
等价交换
”
不产生价值和效率的损失
,
反而可以获得比较利益 这将要求人们以比较利益
的观点去重新评价我国的财政活动
。
最后
,
两模型以市场效率准则去评价财政活动
,
亦富于启迪性 长期以来
,
我国财政理论界
没有运用市场效率准则去评价财政活动
,
尤其是财政的非生产性活动的效率性问题
,
更不用说
将政府活动与企业活动通盘地置于统一的市场效率准则之下
,
去确定整个社会资源的最佳配
里间题
。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健全
,
市场力量将会渗透到社会的一切领域中去
,
我
国的现有理论已愈益难以说明市场效率准则的企业活动与非市场效率准则的政府活动之间的
统一性
,
从而将陷入于类似古典学派将财政视为市场异己力量
,
却又不得不承认财政存在的理
论奢境
,
同时也可能对我国财政的市场经济下的实践活动产生错误的指导作用 所以
,
从理论
上说明我国整个财政活动也处于市场效率准则约束之下
,
也是我国财政理论 目前应解决的重
要间题之一
。
点鸣令斌峨成长该喊成
上接第 页 对综合国力的某一方面进行描述
,
这符合综合国力的外延特征 但前面指出
,
由
于综合国力外延的模糊性和描述的不可穷尽性
,
如果用所有的指标来评价综合国力
,
势必增加
侧算的难度
。
另外
,
即使用所有的指标来作为综合评价指标
,
其本身也存在一个信息相关与重
登向题
。
如一国 与其工业
、
农业
、
商业生产能力以及产业结构等有较强的相关性 因此
,
在评价指标的选择上有两种方法可供选择 一是在每一大项内选择最具有代表性的指标
,
以其
作为评价指标
,
如  作为经济实力的代表性指标
。
代表性指标的选择可用相关系数法
、
因
子分析法或主成份分析法等
。
二是利用所有信息
,
分层次测算与调整
,
我们认为两种方法各有
其优缺点
,
如果指标选择方法科学
,
应该有殊途同归的效果
。
